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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

郭 炳 洁

［关键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摘　要］学界对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解读、定性形成于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近三

十年来，在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史学界针对该政策中的诸要素与相关问题：可信性、形成原因、内

涵和性质解读、历史发展过程、董仲舒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

仍存在诸如运用史料不严谨、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的碎片化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在不断克服以上问

题的基础上更多关注该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对其执行学术批判。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人们对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用儒学教义实行专制，治理国政的称
谓。传统观点对其的解读、定性主要形成于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是在打到孔家店、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
主的时代背景下，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创发新论于前，胡适、郭沫若、冯友兰、侯外庐等推波助澜于后而
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基本沿用了这样的观点，争论只是聚焦在历史遗留问题，即董仲舒对
策的时间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界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这一重要命题受到普遍重视，在
重新梳理史料、还原事件过程的基础上，对传统观点的诸要素均有新的认识，并形成学术争鸣。讨论
的焦点除了传统问题外，还有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与反驳、产生原因探析、历史过程
考察、内涵和性质的重新解读、首倡者的争论等问题。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
一些学术著作中对此问题也有专门阐述。为了进一步推动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探讨，现
将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作简要的回顾、梳理和评述。

一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与反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称谓已使用了百余年，部分学者循名责实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究，对该
政策存在真实性问题产生了分歧。

１．质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性
王宾如、王心恒从西汉官方政策和学术发展着眼，认为汉武帝既未“罢黜百家”也未“独尊儒术”，

这一说法是班固父子创造的①。赵克尧认为汉武帝并非“罢黜百家”，而是对“百端之学”采取宽容；
“独尊儒术”中的“儒”已非原始儒学，而是汉儒，而且汉武帝尊儒有始无终、有名无实②。孙景坛指出
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的实际行动，只是“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③。张荫麟指出武帝所用得力人物不是董仲舒，而是酷吏义纵、王温舒，商人桑弘羊、孔仅。

国家的大政方针如开疆拓土、均输平准政策等也没有体现儒家的指导思想，因此汉武帝虽推崇儒家却
并未真正尊儒④。庄春波认为汉武帝尊儒未罢黜百家，是“兼容并包”，以醇儒传经，能者为治。刘歆、
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史料，伪造了这一命题⑤。朱子彦从汉代学术的特性、武帝选拔人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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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枢大臣的构成以及武帝人才观等几个方面分析，认为“罢黜百家”的提法难以成立，“独尊儒术”
也需具体辨析。首先儒是董仲舒改造后的汉儒，其次在具体的实施中“有始无终”，最后是“有名无
实”①。杨生民认为汉武帝并未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
是既尊儒术，又“悉延（引）百端之学”②。万彩虹从董仲舒原话、武帝任用人员及武帝政治三方面进行
分析后指出，汉武帝一朝多家学说交错杂糅，阳儒阴法，而非唯儒是尊③。朱翔非认为在董仲舒对策
之后汉武帝没有采取儒家的德教立场而是坚持法家的申韩之术，在具体政策中与民争利，其他学派没
有被打压，董仲舒也未得到重用，这些都表明武帝时期没有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是
在武帝以后成为主流思想的④。袁德良、袁刚认为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黜百家”，也不是
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延悉百端之学”，而是经历了儒学理想期、文学纵横期、文法转换期和酷吏兴利
期四个阶段的嬗变，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武帝政治阅历积累造成的。不过在武帝一朝，儒学思想一
直在政治姿态和舆论方面起到宣传和协调作用⑤。牛秋实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梁启超、胡适
于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提出的，在当时就受到诸多质疑，成为主流观点乃时代政治环境影响所致。西汉从
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路线⑥。

２．申明传统观点的正确性
苏鉴诚从春秋公羊学的角度，肯定了班固以来的传统见解⑦。周桂佃针对以武帝时期任用了非

儒学人士而否认儒术独尊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无论从时代思潮概括还是个人学术特征的定
性，都只能看主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基本倾向，一个思想家也有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倾向，应由
此来确定思想特征，来定性⑧。管怀伦、晋文分别发表文章，坚持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确有其事，决非学术谎言⑨。刘伟杰认为“罢黜百家”之“罢”为“罢令之归”之意，“黜”与“罢”义近，针
对的是人而非学。“罢黜百家”就是要朝廷对不治儒学而被举为贤良的人不予录用，令其归去。“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并没有错，错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学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其的曲解瑏瑠。

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因分析

尽管学界存在纷争，但对多数学者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仍是不证自明的命题。该政策在
汉代的重要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促使学者们从历史发展趋势、政治生活需求、学术发展逻辑、儒
学自身变化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等多方面探究其得以实施的原因。

１．从学术思想和政治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
林甘泉在全面论述了从战国到西汉前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特点以及儒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后指

出，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由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
政治需要来决定的。也正是这种政治需要，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如果不经历一个改造
和演变的过程，如果不是成为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它是不可能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瑏瑡。徐
光烈指出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使汉朝统治集团要从“无为”走向公开的“有为”。董仲舒所建议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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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学，已非当年孔孟儒学的旧物，而是杂糅儒、法、阴阳等家学说，加工改造后的新儒学①。张烈认
为法家暴力统治思想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破产，黄老无为思想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失效，启用儒术成为
历史的必然，同时董仲舒对策中提出“行仁政”“大一统”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②。王永祥、霍艳霞指出
“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必然，秦汉时期政治统一要求思想学术的统一，成为统一思想的学术需要适应社
会的需要。儒学通过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性格和内涵以适应现实，特别是董仲舒构建的理论体系从
天道观的高度论证统治秩序的合理性，维护皇权专制的儒学体系得到皇帝的认可③。滕福海认为尊
儒大势非由董生或某一个人意志所造就，而是汉武帝时期政治斗争、制度和思想建设促使统治阶级向
儒家倾斜，儒家抓住机遇适应环境改造自身的结果④。

２．从先秦学术发展脉络以及儒学本身学术特征探究
葛志毅认为武帝时期儒学得以独尊，深层原因应当从战国、秦及汉初学术发展中寻找，儒家学说

条畅发达决定了其必然取代黄老⑤。陈桐生指出从战国秦汉之际政治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儒
学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吸收阴阳五行学派的受命改制学说，是促使汉武帝尊儒的直接契机⑥。
邓曦泽认为六经为天下秩序提供了基本安排，汉武帝因复兴礼乐而表章六经，实际上就是表章儒学，
儒家是周朝文化的继承者⑦。卢国强认为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君权神授、君为臣纲及大一统思想为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削平诸侯割据、宾服四夷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因此确立了独尊地位⑧。

３．综合历史因素探究
马亮宽认为社会政治的需要、士人的儒家化、政治环境宽松、儒家学派的包容性等因素促使了儒

学在汉初的迅速发展。在儒学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儒学与各学派结合，在理论上完善自己，成为认识
世界、解释社会的学说，同时与现实政治结合，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儒学扩大影响，为儒学的独尊奠定了
基础⑨。刘鸿翔通过梳理秦汉时期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认为思想意识是否被奉为主导意识形态取
决于其是否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壮大。儒家思想成为武帝以后封建社会主流意识，也是儒学自
身不断发展完善并吸纳法、道百家之长的结果瑏瑠。陈启云认为武帝选择六艺经学，从狭义的短时距上
说是武帝时期鉴于以往政府采用家派思想色彩鲜明学说带来的弊端，改而选择没有鲜明思想色彩的
六艺经学；从广义的长时距说是学术思想的认识论由“义理思想”的“真理关注”转型为“经史思想”的
“文化关怀”，是学术思想内在发展方向决定的瑏瑡。庄树宗、王四达认为“罢黜百家”是战国秦汉之际政
治一统与思想一统趋势这一历史运动的产物，董仲舒熔炼百家重塑儒学适应了封建帝王的心态以及
以农耕为基础的宗法—专制社会的需要瑏瑢。萧仕平从社会心理的变迁角度分析，认为汉初统治阶级
的平民意识与黄老思想相契合，经过两三代的文化积累后，社会上层的贵族化学养认同了儒学的工具
价值，促使了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瑏瑣。

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过程考察

与仅仅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是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不同，部分学者把它作为一个
历史过程来看待，并且在描述这一历史过程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时间的长短不一，经历的阶段各异，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徐光烈：《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张烈：《“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必然》，《文史知识》１９８５年第９期。

王永祥、霍艳霞：《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河北学刊》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滕福海：《董仲舒与“罢黜百家”》，《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葛志毅：《百家之学与独尊儒术》，《史学集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陈桐生：《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说与儒学独尊》，《齐鲁学刊》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邓曦泽：《论儒家必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学海》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卢国强：《从〈天人三策〉看汉武帝独尊儒术》，《衡水师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马亮宽：《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孔子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刘鸿翔：《论秦汉时期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湖湘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陈启云：《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史学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庄树宗、王四达：《“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论董仲舒思想的杂家特征及其历史影响》，《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萧仕平：《平民意识的涨落与汉初两种社会思潮的嬗变及儒术独尊》，《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标志性的事件不同。

１．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完成
韦政通指出尊儒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上奏《天人三策》，经卫绾、赵绾、田蚡推

波助澜，到建元六年完成①。朱维铮认为武帝初期统治思想形式变革是窦、田两家外戚集团争夺王朝
最高统治权的表现形式，随着政治矛盾的展开而演进，时间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②。葛志毅指出建
元元年诏所罢为“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此举乃武帝尊儒的序幕。至窦太后死，独尊政策正式
出台，即罢黜黄老刑名之言，儒学由此登于一尊③。管怀伦认为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冬十月开始，到
元光五年确立，全过程有八个形态各异的事件构成，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④。

２．独尊儒术到元帝、成帝时期完成
杨生民指出武帝、宣帝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做到“独尊儒术”，汉元帝即位后“纯任德教”，重用儒

生，反对以“霸道”治国的诉求不见了，这时实现了“独尊儒术”⑤。许家鹏认为昭帝、宣帝统治时期，仍
然奉行儒法兼济的“霸王道杂之”治国思想，直到元帝上台之后，才真正贯彻了独尊儒术的治国方
略⑥。王葆玹指出武帝建元年间到成帝建始元年的官方政策是以儒家为主，兼容百家，五经博士与诸
子传记博士并存。从汉成帝建始二年开始，才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⑦。刘松来赞
同王葆玹的观点，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方面论证了汉成帝时期文化专制格局的形
成⑧。尹海江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只是儒家由衰转盛的一个转折点，儒家的真正独尊应
是后来的元、成时期，将刘向编订图书时儒家放在首位的文化现象作为儒学隆兴的标志⑨。

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涵和性质的重新诠释

传统的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禁绝和摧毁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用儒家教义
治理国家，是文化专制政策。许多学者在解读其内涵的基础上，重新给予定性。
朱维铮指出不应该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单纯用理论演绎来说明观念演变

的方法有失片面，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通过对汉前期统治阶
级内部矛盾斗争发展脉络的考察，所谓“罢黜百家”，从根本上说只是罢黜一家，即“学老子者”；而所谓
“独尊儒术”，也是对抗“世之学老子者”瑏瑠。徐光烈认为儒术的独尊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罢黜百
家”绝不是完全摒弃其他学派的主张：儒学本身已经杂糅了其他学派的学说，并且在政治实践上也是
以“霸王道杂之”瑏瑡。俞启定认为“罢黜”主要是指罢黜其他学派正规仕进之路，“黜”并不一定就是禁。
董仲舒主张使其他学派得不到与儒学并进的机会，这一措施集中体现在国家选士和教育制度上瑏瑢。
马雪芹认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说不为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设立专门博士官，并非要禁

止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流传。对武帝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就，用“尊崇
儒术，兼容百家”来表述更为确切恰当些瑏瑣。金春峰认为“罢黜百家”并不是禁绝各家的著作和思想，
搞新的“焚书坑儒”，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才，不取“百家”，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瑏瑤。刘
桂生认为“罢黜百家”仅仅是对儒学以外的各家，官方不予以倡导，不给予支持、鼓励，而王公贵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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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隐逸，若要爱好研习，尽可以自便，只是不能以之猎取功名富贵。“独尊儒术”则是以儒家思想作为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
林剑鸣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各派的学说活动。“罢黜百家”

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
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②。王文东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既不是绝其
道，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禁绝百家，而是罢黜前朝所置的诸子博士官，以后唯设儒家五经博士官，确立儒
家的官学地位。汉武帝实行的是在确立儒学统治思想条件下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而非封建文
化专制政策③。严正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一统天下。首先，儒学并没有满
足全社会各个层面的思想文化需要。一方面，学习儒家经典虽可以进入仕途，但博士弟子的数目是有
限的；另一方面，儒家思想能够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主要是它的历史观和政治道德观，并不能满足社
会各层面的文化思想需要。其次，在政治上，汉代统治者实际上也没有因为儒学独尊就完全奉行儒家
思想和任用儒者。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只能理解为儒学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并不像明清那样
占据绝对的思想统治地位④。余治平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帝国确立的指导意识形态，是政治
“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是为了有效的统一、重整人民的精神世界⑤。李之喆认
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专制，而是实现了文化思想的统一。由于采取的手段是温
和的、合理的，所导致的结果也非思想文化的单一与窒息⑥。

五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

董仲舒无疑是汉代鸿儒，后世对其评价毁誉不一：班固、司马光等认为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
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梁启超、胡适等认为我国传统的思想专制、学术不发达皆因其建议而引
起。不过两种观点均肯定董仲舒在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中的重要地位。现代学者在
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１．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的时间
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是由谁首倡的。关于对策的时间，《史记》中语焉

不详，《汉书》中记载为元光元年，《资治通鉴》中记载为建元元年。宋朝以来，有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
说，元光元年二月说，元光元年五月说等不同的说法。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
说上，还出现了有异于传统的新说。
建元元年说。建元元年说由司马光首先提出，马端临、沈饮韩、苏厚庵、苏舆等学者皆随其说。新

中国建立后，出版问世的通史、思想史著作以及一些历史工具书，多采用此说。专门予以论证的成果
较少，只有几篇针对他说的辩驳论文。张大可针对施丁的元光元年说申明建元说的正确性。首先论
证司马光建元元年证据的可靠性，其次，对施丁元光元年说的证据逐一辩驳：武帝元光元年没有举贤
良，董仲舒为江都相在建元元年，《史记》中“今上即位”，即位为建元元年。作者认为董仲舒《天人三
策》作于建元元年毫无疑问，因此他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也就不容置疑⑦。李玲崧运
用反向思维，反驳陈新业提出的“罢黜百家”最早语出卫绾的观点，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先是
由董仲舒在应举对策中提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司马光、王先谦、顾颉刚等人认为《天人三策》作于建元
元年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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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元年说。针对建元元年说的优势地位，许多学者起而反驳，以支持元光元年说为最多。于传
波反驳了司马光支持建元说的论据，并列举证据证明应为元光元年，指出武帝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已经
采取了一系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步骤，董仲舒的作用只是推波助澜而已①。文章否认了当时流
行已久的说法，对学术界的引领和启示功不可没，后来许多学者的观点不过是对其说的进一步引申发
明而已。施丁对董仲舒对策之年的几种说法形成的过程、真伪进行了考辨，认为董仲舒对策应作于元
光元年五月，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上既不是元老功勋也不是罪魁祸首，班固片面抬
高董仲舒的地位，评价“皆自仲舒发之”为溢美之词的论断有主观判断之嫌②。朱维铮在１９７９年参与
编写《中国历史文选》时采用建元元年说，后来认为董仲舒对策的时间是元光元年。这一结论的获得
不仅来自于对《史记》《汉书》中相关史料的重新解读，而且是作者将儒术独尊放置在政治斗争背景中
理解的结果：独尊儒术有个曲折的过程，当窦太后在世时，没有任何材料可说明，当时利用儒术的集团
敢于提出除儒术以外都是应该灭息的邪僻之说的绝对主张③。岳庆平针对苏鉴诚元朔五年观点，首
先对其论据一一予以反驳，后列举出四点证据反证元朔五年之谬。作者的结论是董仲舒的《天人三
策》作于元光元年五月，但是不否认董在建元元年对过策④。周桂钿认为虽然元光元年说与相关其他
史料记载有矛盾的地方，但与建元元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建元五年说、元朔五年说等相比较，应选
择与诸多基本事实相协调，只与少数记述不一致的元光元年五月说⑤。因为材料之间的抵牾，周先生
这种方法无疑是相对客观的。
元朔五年说。苏诚鉴提出了元朔五年说。他认为司马光将对策定在建元元年是缺乏历史根据

的，提出“罢黜百家”乃是宫廷斗争的表现和结果，与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不是同一件
事情。对策年代与元朔五年汉武帝、公孙弘建立太学和文官制度两件大事是紧密相连的，又是同对策
内容所举其他历史事例出现时间相适应的，因而对策时间应为元朔五年⑥。王葆玹进一步补充史料，
支持苏诚鉴元朔五年的观点⑦。
元光五年说。刘国民指出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五月说、元朔五年说等都存在与其

他史料相互矛盾的问题，故不能成立。作者以公孙弘对策时间为坐标来确定董仲舒对策时间，认为应
是元光五年⑧。庄春波首先通过对建元元年说的质疑，否认了董仲舒首倡之功；其次认为“罢黜法、纵
横家”奏议始作俑者应是秦丞相卫绾；最后利用对策中的信息推断出对策的时间为元光五年⑨。
２．首倡者及董仲舒的作用
与从时间上判定首倡者从而重新审视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中的作用目的相同，一

些学者从原始史料解读或是事件过程还原角度切入，寻找首倡者。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一书中写
道：“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
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是将
首创之功归于田蚡。林剑鸣则认为“罢黜百家”的动议由卫绾提出瑏瑠。陈新业认为“罢黜百家”最早语
出卫绾瑏瑡。孙景坛认为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建议者是王臧瑏瑢。庄春波认为首倡者应是赵绾瑏瑣。李金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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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倡者是公孙弘①。研究者的思维前提是首倡者对事件的产生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董仲舒
既然不是首倡者，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
余治平指出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

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
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
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②。谢谦分析了儒学由边缘走向
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进程，指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
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③。杨朝明、胡培培分析了儒学从先秦的
德性政治学说转变为汉朝的威权政治学说，进而成为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治国圭臬的学术历程，指出西
汉前期的思想家包括董仲舒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但董仲舒所起作用更为关键。
正是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儒学才发展成了“新儒学”，带有了西汉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④。

六　结　　语

纵观三十年来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争论，学者们跳出以往简单的事实判断，着眼于时势、
思想、学术、文化等的发展，在对史料重新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研究呈
现出不断深化、拓展的趋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称谓
逐渐被“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所替代；多数学者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时间为元光元年说；该政策
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等等。
然而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削足适履，对史料的任意修改和曲解。为了达

到支持自身观点的目的，随意对正史中相关材料进行增减，运用猜测作为论据。如董仲舒对策中有：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持元朔五年说的苏鉴诚认为七是衍文，是班固妄自增添⑤。周桂钿则
说：“苏诚鉴衍文之说给了我们以提示。在‘今临政七十余岁’中，衍文不是‘七’字，‘十’字应为‘有’字
误。这里应为‘七有余岁’。汉武帝从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正好七个年头。这一条资料正好可以说
明对策正在元光元年。”⑥这样任意修改史料的论据很难使人信服。二是思想方法简单片面，结论武
断。比如学者否定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重要作用的依据，或者是董仲舒不是该政策的首
倡者，或者是《天人三策》提出的时间不在建元元年。照此思路，只有在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中占据首
要位置才是对事件发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力量，显然这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相违背。另外，《天人三
策》为汉代政治统治提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政策纲领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系列措施，正是这些迎合
帝王思想使得儒学得以在政治领域中推广开来。其成效并非立竿见影，司马迁没有看到董仲舒建议
的效果不足为奇。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发酵其效果彰然可见，对西汉历史高屋建瓴予以总结的班固
给予董仲舒热情讴歌应该不仅仅出于自己的个人喜好。把《史记》《汉书》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时，许多
学者恰恰忽略了横隔在他们之间百余年的光阴。三是研究成果碎片化，综合性、整体性的成果较少。
在争鸣中，学者往往选择命题的某一要素展开，忽略了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例如，如果能首先对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和性质进行详细考辨，将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去理解，那么我们就很难
简单否认它的真实性。虽然汉武帝时期该政策没有得到全面、持续的实施，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历史过程已经展开，绝不是权宜之计。
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这一看似陈旧的问题保持浓厚兴趣的本身，充分说明了他们认识到“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如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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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社会的深刻影响。然而，多数的研究处于就事论事的基础阶段，较少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
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研究。余汉英指出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一是确立了儒家传统在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主干地位，二是儒家“大一统”思想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三是儒学上升为政
治意识形态，它始终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意义的民主与法治和相对独立的、比较纯粹的学术精神①。
在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对其主干文化传统进行清理，尤其是对其执行学术批判是非常必要和迫
切的事情。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迈开了儒学经学化的第一步，儒学经学化虽然标志着上古三
代的文化传统得以肯定和传承，但是学术与政治结合，儒学超越性地位的确立窒息了儒学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其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政治统一与学术思想的统一相结合，形成传统政治文化鲜
明的特点，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声音占据主导地位。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儒家经学
思维中的思想崇拜、权威崇拜和圣人观念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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